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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即使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民法典》或者《劳动合同法》无法对平台主播与平台之间签订的协议

进行明确判断，但是平台主播作为平台从业者应当拥有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护劳动安全与卫生

的基本劳动权利以及自由选择直播平台的具体劳动权利，同时此类主播在违约金、单方解除协议事项上

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相关劳动权利。因此这类平台主播所签订的主播协议中涉及取得劳动报酬、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选择直播平台以及竞业限制的内容应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而除此之

外的其他内容则应受《民法典》的调整。可以看出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间的主播协议中仅有部分内容属

于劳动合同，其余内容皆属于民事合同，因此主播协议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合同，不能将其认定为劳

动合同。由于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间的主播协议既包含劳动合同的内容又包含民事合同的内容，而目前

法律尚未对此类主播协议作出特别规定并赋予特定的名称，因此对其法律性质无法做到直接定性，然而

无法直接定性意味着不能够对平台主播进行应有的劳动权益保护，针对平台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应当关

注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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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if with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th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platform anchors and 
platforms cannot be clearly judged through the Civil Code or the Labor Contract Law,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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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s, as platform practitioners, should have the basic labor rights of obtaining labor remunera-
tion, taking rest and holidays, protecting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and the specific labor rights of 
freely choosing live broadcast platforms. At the same time, such anchors shall not claim relevant 
labor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bor Contract Law on liquidated damages and unilateral termi-
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refore, the content related to obtaining labor remuneration, rest and 
vacation,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choice of live broadcasting platform and competition restriction 
in the anchor agreement signed by such platform anchors should be adjusted by the Labor Contract 
Law, while other content should be adjusted by the Civil Code. It can be seen that only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e anch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chor and the live broadcast platform be-
longs to the labor contract, and the rest belongs to the civil contract. Therefore, the anchor agree-
ment is not a labor contract in the full sense, and it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a labor contract. Since 
the anch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chor and the live broadcasting platform contains 
both the content of labor contract and civil contract, and the current law has not made special pro-
visions on such anchor agreement and given a specific name, its legal nature cannot be directly de-
fined, but it cannot be directly defined and means that the platform anchor cannot be protected due 
to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platform anch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rete forms of expression i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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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出具的《2022 年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03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8652 万，占网民整体的 68.2%。

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4.64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7579 万，占网民整体的 44.9%；游戏直播的用

户规模为 3.0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6268 万，占网民整体的 29.2%。伴随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平台

主播劳动关系认定规则及争议处理，成为劳动法研究领域必须作出回应的重要课题。当自带巨大粉丝量

的主播成为各大直播平台争相抢夺的对象时，将会产生一系列纠纷，出现直播平台与跳槽主播对簿公堂

的情况。这类诉讼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对于平台主播与平

台公司签订的《直播合作合同》或者《合作协议》，有些法院则认为该协议系双方意思自治签订的民事

协议，当任何一方出现违约行为时，法院则支持双方关于违约金部分的约定，但会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

以酌减 1，而有些法院则认定主播与平台直播间签订的协议名为合作协议但实质上仍为劳动关系 2，甚至

在郝某与广州极美时尚皮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 
针对上述问题，2021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 8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 56 号)》(以下简称“56 号文”)，在 56 号文中，针对

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人员作出了三种分类，第一种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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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诉李岑、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3 批指导性案例之一[指导

性案例 189 号]中，人民法院判决播爱游公司支付熊猫公司违约金 260 万元，李岑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郝某与广州极美时尚皮具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极美公司与郝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成立，郝某上诉后，二

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极美公司与郝某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3 年 4 月 1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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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第二种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应当指导企业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第三类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

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56 号文首次确立何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并明确将该情形的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中。2023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根据劳动法律法

规和 56 号文，编制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

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以下简称“两指引一指南”)用以规范和支持发展新

就业形态，加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然而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虽有了诸多法律法规的

保护，但是对于平台从业者与平台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本文将讨论平台主播

与直播平台之间应属何种法律关系？平台主播与其他新形态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互联网

自媒体博主之间的劳动从属性上有何区别？中间类型平台主播劳动权益如何给予保护？ 

2. 平台主播应当纳入何种法律规范保障范围 

(一) “二分法”和“三分法”对平台主播权益保护的学说争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3391 号提案的答复》(以下简称“答

复”)指出：“新就业形态人员大多通过平台自主接单承接工作任务，准入和退出门槛低，工作时间相对

自由，劳动所得从消费者支付的费用中直接分成，其与平台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 + 雇员’模式，

导致新就业形态人员难以纳入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范围。其中，主张二分法的学者认为，平台用工

挑战的是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理论，但传统劳动关系该标准和判定理论具有很强的弹性和适应性，

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则对劳动关系进行界定，对劳动关系可以概括式界定，突出人格从

属性，同时列明判定劳动关系需要考虑的因素[1]。同时赞同二分法的学者认为，随着工业 4.0 时代就业

形态更加灵活多样，制定各种劳动立法、形成相关理论变得十分迫切。如果对多样化劳动形态以及劳务

供给形态在法律层面予以保护，那将会突破劳动法原告适用范围的固定和僵化，修改既成的从属劳动理

论，因此可以对应的方式是，制定多元的劳动关系区分基准，对存在一定从属性(弱从属性)的自营业者，

也可以适用一般劳动者保护中的“确保支付报酬”等规定[2]。主张三分法的学者认为，我国平台用工突

破了劳动二分的法律抽象，平台化灵活就业政策组合已经开拓了“第三类劳动形态的制度空间，平台用

工治理应着眼于类雇员权益保障清单”，基于“民法做加法”的立法进路，通过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突

破劳动关系的集体协商、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等配套制度实现底线保障，并随着劳动形态演进增设权益

规范，逐步实现全方位保障和系统性治理[3]。 
(二) 小结 
关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保护，根据上述两种学说可知，支持劳动二分法学者认为，针

对平台从业人员主张通过劳动法做加法的方式，具体以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哪些类型的平台从业者属于劳

动法应当保护的范围，从而对其工作时长、社会保险等给予一般劳动者应该有的权益；支持劳动三分法

学者认为，针对平台从业者的保护通过民法做加法的方式，构建类雇员法，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作为

第三类劳动形态予以区别于一般劳动者进行保护。关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劳动二分

法学说亦或是劳动三分法学说是从宏观法律体系上进行区分讨论应当纳入民法体系予以法律保护或是纳

入劳动法体系予以保护。 
本文将要讨论的并非全部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而是在新就业形态当中平台主播这

类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而单独将平台主播区别其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讨论是有必要的。首先，

因为与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不同，平台主播与平台之间往往签订主播协议，然而主播协议的内容并

非只有单一的一种模板，其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复杂，加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无论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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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还是《民法典》都没有关于主播协议法律性质的明确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对其法律

性质认定困难的情形。其次，通说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指挥、监督和管理下，从事

有报酬的职业劳动而产生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将从属性视为劳动关系最基本和重要的

特征这一点在劳动法学界基本无异议。但是学界关于从属性在学理构成上的分类有不同见解，黄越钦认

为[4]劳动从属性分为人格上从属性和经济上从属性；王全兴认为[5]除前述分类外还应包括组织上从属性，

而对于有些类型的平台主播其在从属性上弱于其他新形态就业从业人员，而有些类型的平台主播又较符

合从属性的各个特征，因此本文也将在下文具体分析比较主播与其他平台从业者之间在从属性上的区别，

以及不同类型主播之间在从属性上的比较。 

3. 平台主播劳动用工形式的基本判断 

(一) 平台主播与其他新形态就业人员在劳动从属性上的区别 
虽然学界对于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构成分类有不同的见解，但无论是劳动关系从属性的二分法还是三

分法，其所表达的具体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本文采用劳动关系从属性的二分法即劳动关系从属性包含

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用以来分析比较平台主播与其他新形态从业人员的区别。首先需先明确人格

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概念，其中人格从属性是指富有劳务给付义务的一方基于明示、默示或劳动的本

质，在一定的时期内，对自己的习作实践无法做到自行支配。人格从属性的重要特征在于指示命令权，

其具体内容可归纳为：劳动者应服从组织的工作规则、服从雇主(用人单位)的指示、接受检查的义务以及

接受制裁的义务；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被完全纳入到雇主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组织之内，但这与双方之

间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无关；经济从属性的侧重点在于劳动者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了他人的目的

劳动，因此从属于他人；经济从属性的具体内容为：生产组织体系属于雇主所有、生产用的工具是雇主

所有、生产用的原料由雇主提供以及危险和责任由雇主承担。 
1) 平台主播与其他新形态从业人员之间的横向比较 
因为新形态从业人员在用工形式上更偏向于 56 号文中所提出的“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

所以在从属性上相较传统典型劳动关系中的从属性就有所区别，即表现出新形态从业人员在劳动关系从

属性上弱于典型劳动关系中的从属性。如在经济从属性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这类群体进行工作时的

生产工具有时无需雇主准备，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平台主播，他们进行劳动所用的工具和电子设备

大部分均为自己所有，并非是雇主所有，因此在经济从属性上，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有时并未完全纳入到

雇主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组织之内。 
在人格从属性方面，平台主播与平台之间的人格从属性有时更弱于其他新形态从业人员，如外卖骑

手和网约车司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依赖于平台的派单，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典型人格权从属性的转化，

传统劳动关系的人格权从属性多为雇主给劳动者面对面发布指示命令，劳动者服从雇主(用人单位)指示，

若没有完成雇主指示或者指示完成的不符合雇主要求，劳动者受雇主制裁的义务。然而在数字时代，这

种指示命令的发布变更了平台派单给骑手，骑手接受派单并完成送单，如果超时送单或者送单不符合要

求，平台收到投诉后依然会制裁骑手，网约车司机与骑手在人格从属性上表现相类似；而平台主播与平

台之间的人格从属性较之前所述则显得更弱，平台主播主要是以在平台发布视频直播的方式获取粉丝流

量，当粉丝流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些平台主播则会开启直播卖货，根据主播平常发布的视频类

型以及自身风格，主播类型多种多样，例如网络游戏主播、产品主播、知识类主播等，这些不同类型的

主播获取流量通常是以自己创作短视频或者固定时间段开直播吸引粉丝，而对于创作内容平台很少对其

有命令性的指示，而当主播发布的短视频创作内容不当或直播间存在违规发言时，平台也会根据用户举

报或者后台数据监控对主播予以“制裁”，但是该种“制裁”与人格从属性中对劳动者的制裁是具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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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意义的。平台对于主播在一段时间内的禁言或者限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企业作为裁判员对违规

运动员吹哨示警，但没有人会认为篮球场上的球员是球场上裁判的员工。因此，平台主播相较于其他新

形态从业人员人格从属性更弱，主播们提高生产力并不依赖于服从平台的规则指示，平台通常也不会直

接给主播下达指示、命令。 
2) 不同类型平台主播之间的纵向比较 
平台主播与其他新形态从业人员有上述劳动形态的不同，在平台主播行业间，不同主播之间在劳动

形态上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需要讨论的平台主播劳动权益保护应是属于中间类型平台主播的劳动权

益保护，对于典型的劳动关系型网络主播应当继续以劳动法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其权益进行保障；

而对于民事合作型网络主播例如并非其本职工作的业余主播，此类主播通常与直播平台签订的主播协议

为最基础的平台入驻协议，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平台主播的劳动形态应当不包含个人通过平台开设自媒体

账号引流这种情形，虽然该种情形也属于新就业形态平台从业者，但是这类从业者更像是借助平台媒介

的个体经营户，在数字时代不少年轻人利用碎片时间通过在社交账户做博主的方式发展副业，这类人一

般会有自己的主业且有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即使是没有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他们与平台之间一般也不会发生劳动争议，在平台与这类“博主”的双方意识中，通常不会有人认为我

在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自己创作的内容(包含图片、文字、视频)赚取广告费用，那么就与平台之间建立

了劳动关系，平台要保证我合法的劳动权益。因此这一类平台主播在实践中极少与平台之间发生劳动争

议，并且其本身更像是借助平台发展的个体经营户，所以在平台主播之间的纵向比较中，这类主播不在

本文比较之列。 
放在本文比较分析之列的平台主播，类型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借助品牌影响力，主要推销品牌

旗下的各类产品，例如在各大网购平台或者直播平台上会有相关品牌经营店的入驻，品牌经营店每天在

固定时间直播卖货，这类平台主播一般都会与品牌公司签订合同，例如在郝某与广州极美时尚皮具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郝某与极美公司签订《电商直播签约合作合同》，郝某为极美公司的签约主播，

极美公司为郝某提供直播带货货源和场地，并协助郝某在直播平台上获得商业化变现，双方合作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直播带货、视频广告、视频制作及发布等。另一种主要是打造自身的个人 IP 形象，直播内容

通常依靠自身创作的内容，而且主播的个人影响力也比较大，例如在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诉李岑、

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李岑其平台账号名称为“BIU 雷哥”，在熊猫直播平台独

家进行“绝地求生游戏”的第一视角游戏直播和游戏解说，其直播间也曾在微博新闻公开进行过报道，

其在平台具有较大网络影响力。 
(二) 平台主播劳动关系认定陷入困境的争议焦点 
通过横向对比其他平台从业者以及纵向对比不同类型的平台主播从业现状，可以看出平台主播的劳

动权益保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实践当中往往难以确定主播与平台之间签订协议的性质。

在主播协议纠纷案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争议焦点主要具有以下几类： 
1) 主播是否可以单方解除协议 
许多网络主播在“跳槽”之前以传真或者其他方式向直播平台发出单方解除主播协议的通知，他们

认为自己与直播平台所签订的主播协议是劳动合同，因此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3 来表明自己

享有提前通知解除主播协议的权利，且无需根据主播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

直播平台方则认为主播协议并非劳动合同，而是民事合同，网络主播也并非劳动者，因此不能根据《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通过提前通知的方式解除协议，主播这种未经协商而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构成违约，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 修正)》第 37 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9789


周雪 
 

 

DOI: 10.12677/ojls.2024.129789 5545 法学 
 

应根据协议的约定承担向直播平台支付违约金的责任。 
2) 主播是否应承担继续履行协议的违约责任 
此类案件中多数直播平台方都认为，网络主播未与直播平台按照约定的方式解除主播协议的行为违

反了协议的约定，严重损害了直播平台的合法权益，因此主播应承担继续履行原协议的违约责任。而网

络主播方则认为，主播协议的合同标的为直播行为，而直播行为不能强制执行；还有一些主播则认为自

己已经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开始直播，双方签订的协议在事实上已不能履行。 
3) 竞业限制条款是否有效 
基本所有案件中的主播协议都有约定签约主播只能在该直播平台独家直播，未经其书面许可，不得

在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竞争平台的他方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对于这种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一部分网络

主播认为在主播协议被界定为民事合同的情形下，此类竞业限制条款因协议并非劳动合同而应认定为无

效条款；另一部分主张主播协议为劳动合同的网络主播则认为，主播协议中有关竞业限制的约定必须符

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4 才有效。 

4. 平台主播劳动权益保护对策 

(一) 平台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判断平台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回答主播是否可以单方解除协议的前提，若平台与主播之

间具有劳动关系，那么主播在“跳槽”之前就可以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单方通知平台要求解除主播协议；

若平台与主播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针对双方签订的主播协议需要按照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来判断主

播是否享有协议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或者民事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规定，

结合法律实践，认定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结合以下要件综合判断从属性

的有无及强弱： 
第一，工作时间的控制，即是否存在通过请销假或者变相方式决定网络主播的工作时间，使其工作

时间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的情形。如有的直播平台会对网络主播的直播时长有严格要求，且

直播的时间安排由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决定，网络主播当天不直播还需履行请假手续等，这些直接或间

接的手段在实质上都达到了对工作时间强有力的控制，使其工作时间不再“自由”，部分情况下会达到

甚至超过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 
第二，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的控制，即是否存在网络主播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没有自主决定权

或者虽有自主决定权但要承担明显不利后果的情形。如计价规则、分成比例、直播内容等均由直播平台

单方面决定，该点为强有力、不平等控制的体现。 
第三，工作过程的控制，即是否存在通过工作订单分配、劳动过程监管、劳动成果评价等技术手段

对网络主播进行实质上劳动管理的情形。如网络主播无法与售卖的产品提供方直接联系，商家与顾客的

信息均由直播平台所掌握，或是否必须到达指定地点直播等。 
第四，工作规则的控制，即是否存在以协议等方式要求网络主播遵守工作规则，网络主播必须亲自

完成劳动过程的情形。虽不像传统劳动关系下有《员工手册》等固定劳动规章制度，但网络主播在登录

时会自动勾选程序规则，若不同意则无法登录平台，还有的将相应规则列为“帮助”类下，若使用平台

提供服务，其必须要受到平台工作规则的控制。还需考量是否要求网络主播必须亲自完成劳动过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 修正)》第 23 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

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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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工作外观的控制。即是否存在对网络主播进行职业培训，并要求其以平台企业的工作外观对

外提供服务的情形，如着装要求等，还可能会不定期进行职业培训，对其提供劳动过程中的话术、服务

流程、工作规范等进行要求和统一标准。 
因此，判断网络主播与平台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应当结合上述从属性判断标准并以事实为基础进

行个案分析。对于上文所提平台主播劳动关系认定陷入困境的争议焦点问题，若能够结合上述标准判断

出主播与平台之间是何种关系，则对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即迎刃而解，如只有双方建立的为劳动关系时，

劳动者才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单方解除协议，且解除协议后不承担继续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

就竞业限制条款只有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满足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支付经济补偿金等

条件，才会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条款后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于平台与主播之间争议焦

点问题的处理最重要的是判断二者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 
(二) 平台主播劳动权益如何进行保护 
针对介于典型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中间类型平台主播一般都具有较弱的人格从属性以及较弱的经

济从属性，结合具体事实以及上述有关从属性的判断标准即使主播与平台之间系民事法律关系，但这类

型主播亦应当具有基本的劳动权利即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

权利；应当具有的具体劳动权利即自由选择直播平台的权利，在个别法院判决中存在法院支持直播平台

强制主播履行原协议的诉讼请求 5，该判决实质上是在强迫主播作为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提供服务，其明显

违反《劳动合同法》中的内容，所以这类中间类型主播应当享有自由选择直播平台的权利，在违约解除

主播协议的情形下不能强制主播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不应享有依据《劳动合同法》抗辩单方解除

协议以及因其单方解除协议从而触发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有时直播平台为了留住知名主播其自身付出

了高额成本，为了防止失去这些主播从而设置违约金条款，笔者认为该类条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

主播单方以《劳动合同法》中第 31 条的规定提前 30 日向平台发出解除协议的通知，若是以违约形式解

除，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后果。 
平台主播拥有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护劳动安全与卫生的基本劳动权利以及自由选择直播平

台的具体劳动权利，同时此类主播在违约金、单方解除协议事项上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相关劳

动权利。因此这类平台主播所属的主播协议中涉及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选择直

播平台以及竞业限制的内容应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则应受《民法典》的调

整。可以看出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间的主播协议中仅有部分内容属于劳动合同，其余内容皆属于民事合

同，因此主播协议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合同，不能将其认定为劳动合同。由于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间

的主播协议既包含劳动合同的内容又包含民事合同的内容，而目前法律尚未对此类主播协议作出特别规

定并赋予特定的名称，因此对其法律性质无法做到直接定性。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司法裁判的关注

点不应放在平台主播与直播平台间关系的形式上，而应放在双方关系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6]，即司法裁

判对主播协议法律性质的判断不应局限于某一法律规定的特定合同性质上，而是应体现综合性和个案性。

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裁判应以为中间类型平台主播提供多层次法律保护为目的，将案涉平台主播与直播

平台间主播协议的法律性质认定为非典型合同，对其协议中的内容以及相关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具体解决。 

5. 结语 

对于数字时代下中间类型平台主播劳动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其本身具有从属性较弱、法律关系难以

 

 

5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 01 民终 1286 号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 01
民终 9934 号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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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等特点，主张劳动二分法或者劳动三分法的学者在宏观法律架构上给出了各自观点，本文从具体方

面提出了一些判断该类型平台主播与平台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标准，包括通过对平台主播工作时间

的控制、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的控制，工作过程的控制，工作规则的控制，工作外观的控制五个方面进

行判断，如果通过判断符合劳动从属性的标准，那么该中间类型平台主播的劳动权益应当进行完整保护；

如果通过判断完全不符合劳动从属性的标准，则应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但是平台主

播也应该享有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如果通过判断不完全符合劳动从属性的标准，符合其中之一或者其

中之几，则针对双反签订的协议则要结合具体条款具体判断各方所主张的诉请应否成立。然而本文虽然

提出了针对平台主播劳动权益的保护对策，但鉴于目前相应法律规范尚未成熟，因此在保护对策具体应

用法律过程中会存在既涉及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又涉及民事法律及其相关法律制度，导致法律适用

边界模糊。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平台主播劳动权益的多维度

保护，由此方能创建和谐的新业态用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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